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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学生周报》由友联出版社创办，自 1952 年发行，直至 1974 年停刊，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香港地区极受学生欢迎的报刊。学界目前关于此刊物的研究多种多样，

然而这份坚守 22 年的报刊究竟为何停刊，个中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经研究，《周

报》的停刊可归因为：资金链的断裂；深陷经营困局；与受众的期望产生落差；跟不上

时代变化；竞争逐渐加剧。在现有研究相对匮乏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周报》的停刊原

因，不仅能够揭示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运作困境与文化处境，也有助于拓展对香港报

刊传媒变迁的理解，并为该刊物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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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 Stud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Discontinuation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bstract: Founded by Union Press, The China Students Weekly was published from 1952 until 

its discontinuation in 1974. It was a highly popular newspaper among student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There is a wide variety of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concerning 

this publication. However, the reasons for its discontinuation after 22 years of circulation require 

further analysis. The discontinuation of the Weekly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break in the funding 

chain; being mired in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a discrepancy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its audience; 

failure to keep pace with changes in the times; and the gradual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vely limited existing research, re-examining the reasons for the 

discontinuation of the Weekly not only reveals its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and cultural situation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but also helps to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Hong Kong’s newspaper and media landscape. Moreover, it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on this publication and promotes in-depth development of relat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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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学生周报》（以下简称《周报》）创刊于 1952 年 7月 25 日，结束于 1974 年 7 月 20 日，

前后历经 22年，共计出版 1128期，是 20世纪 50、60年代香港地区极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学生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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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周报》的研究多种多样，然而这个“培育青年作者的摇篮”从一开始的一

报难求到遗憾停刊，究竟为何消失，其缘由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已有研究《周报》的文章对停刊原

因略有提及，如吴兆刚（2007）的硕士论文《五十年代<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研究》在探讨其文艺

策略时，从读者、世界思潮和编辑策略三方面谈到《周报》丢失读者群的原因；庞浩贤（2020）的

《负起时代责任：<中国学生周报>与“文化中国”在香港之建构》从社会思潮以及身份认同角度分

析了《周报》为何失去青年读者的支持。以上两篇是在行文过程中较多谈及《周报》停刊的文章，

然而，停刊原因在文中也仅仅是作为辅助因素，服务于文章的核心研究角度，其余研究《周报》的

文章则未曾提及或只是简短几句话一笔带过有关《周报》的停刊动因。根据现有资料，曾供职于友

联出版社和《周报》的工作人员对《周报》停刊的原因看法不一。因此，关于《周报》的停刊原因

亟待进一步梳理和系统分析。本文立足于有文件记录的实质性资料，辅以口述性回忆访谈资料1湾，尽

可能全面地还原《周报》停刊的原因，为此后了解和研究《周报》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一、资金链的断裂：经济压力下的生存困境 

《周报》由友联出版社创办发行，是该出版社旗下首份出版的刊物。友联出版社与其背后的资

金支持是影响《周报》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友联出版社由 1949 年前后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的年轻文

人建立，创办时间大约在 1949 到 1950 年间，核心成员主要有陈濯生、史诚之、许冠三、孙述宪、

燕归来、徐东滨、余德宽、司马长风等人。其中陈濯生、余德宽和徐东滨是《周报》创刊人，他们

希望借助《周报》在香港展开文化保护与宣传，向海内外中国青年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和家国责任感。

1951 年，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2湾在香港成立，对友联出版社注入资金并大力扶持。关于

《周报》接受资金援助，郑树森（1998，p.4）谈到过，如果当时不接受援助的话，《周报》“恐怕

早就夭折了，遑论日后的茁长壮大”。由此可以推断出，友联创办初期资金薄弱，自身营收状况并

不好，《周报》不得已而选择接受援助。亚洲基金会的资金对友联及《周报》来说几乎一直是最主

要的经济来源3。也正是在此资金的协助下，《周报》能够得以顺利发扬光大，成为香港 20 世纪 50、

60 年代盛极一时的刊物。具体而言，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对《周报》的帮助可以分为以下三点进行分

析。 

第一，对《周报》的创办提供了帮助。关于友联及《周报》如何与亚洲基金会搭上关系，何振

亚认为是何羲均教授牵线搭桥，由何羲均介绍亚洲基金会跟友联认识。不过，他多次强调，这只是

他个人的猜测，没有准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卢玮銮、熊志琴，2014，p.33-34）。而针对亚洲基金何

时对友联提供资助，大部分人的观点，即早期的友联经营惨淡，在 1950 年代取得一定成绩以后，基

金会才加以资助（黄子程，1998，p.129）。更为准确的结论则是来自傅葆石根据信件资料进行的总

结。在 1952 年 5 月 4 日，燕归来致信亚洲基金会的第一任负责人艾伟（James Ivy）。在信中她提到

两个建议，第一项建议是希望他（艾伟）优先考虑动员和支援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第二条建议是提

议刊发一份学生周报，同时还提到了吸引学生志愿者帮助编辑和分销《周报》（傅葆石，2019，

 
1 指卢玮銮、熊志琴的《香港文化众声道》第一册和第二册，以及《博益月刊》的《中国学生周报》特辑等回忆性资

料。 

2 创建初期名称是亚洲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1954 年更名为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全文统一

使用亚洲基金会。 

3 在《香港文化众声道》中，何振亚、奚会暲、孙述宇等多位受访者均谈到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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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8）。随后于 1952 年 6 月 2 日，艾伟向总部转发燕归来的信件，提议帮助出版《周报》，且为此

项目提供 500 美元的资助（傅葆石，2019，p.58）。在获得资助一个月后的 1952 年 7 月 20 日，友联

就开始发行《周报》。从此可以看出，《周报》是在获得资助以后才得以发行。可以想象，如果没

有亚洲基金会的资金注入，经营惨淡的友联在当时难以创办刊物，更遑论将刊物继续推广发扬。 

其次，对《周报》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这首先体现在报纸价格的低廉。根据社内人士回忆，

《周报》每年做好资金需求预算表，给亚洲基金会审核，基金会一般都会通过审批并下发资金。由

亚洲基金会的内部文档可知，亚洲基金会也希望《周报》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发售，吸引更多的青年

学生购买和阅读。正因为此资金扶持，《周报》的定价十分亲民、低廉，可以快速融入以学生为受

众目标的市场。从《周报》最初刊登的《本报征求基本订户优待办法》1湾可以得知，《周报》定价是

半年（26 期）港币 3 元，全年（52 期）港币 6 元，以上价格均包含邮费在内。此外，如果学界集体

订阅的话，还有七折或五折优惠。这种每份 1 角港币的价格为《周报》在香港迅速吸引读者、快速

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创造了极大的有利条件。关于售价对销量的影响，还可以参考以下事件：当

1957 年亚洲基金会要求《周报》由 1 角港币涨至 2 角时，遭到了徐东滨等人的强烈反对。徐东滨认

为涨价会让销售低迷的竞争刊物《青年乐园》反败为胜，这个理由最终也说服了基金会（傅葆石，

2019，p.75）。据资料，在《周报》创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1953 年，其销量达到了 12000 多份，

到 1956 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30000 份左右（陈日青，1956）。这个销量除《周报》本身的内容吸引

读者外，也与其低廉亲民的价格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次，亚洲基金会的艾伟也会帮忙传播《周

报》，不仅要求新加坡协助调研，还亲自将《周报》寄送给亚洲各地的官员，希望他们帮忙传播此

份刊物，推动《周报》销售。他认为协助《周报》“尽可能地扩大在海外华人群体中的发行传播”，

是亚洲基金会的重要使命之一（傅葆石，2019，p.72）。 

第三，帮助《周报》的运营发展。除上文郑树森谈到接受援助的原因外，何振亚也谈到，“我

们开始接触到 Asia Foundation，才慢慢有点规模，才开始经营”（卢玮銮、熊志琴，2014，p.25）。

《周报》获得的赞助费用是亚洲基金会赞助项目之冠，在 1955-1958年间，每年都有 90000港币的资

助（王梅香，2020，p.127-130）。1960 年代末，由于经费短缺，亚洲基金会决定逐步退出对《周报》

的赞助。基金会的最后一次资助是给了一笔钱，关于这笔资金的流向，有两种说法，王建武称《周

报》方面用这笔钱买了新蒲岗利森大厦的厂房以供自立自强（卢玮銮、熊志琴，2014，p.165）；林

悦恒则说是设立了印刷厂（卢玮銮、熊志琴，2014，p.178）。不可否认，除巅峰时期外，在《周报》

出版的大部分时间里，其销售额不足以做到自负盈亏，它的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亚洲基金会赞助

的”（卢玮銮、熊志琴，2014，p.67）。在分配方面，“该笔钱是包括资助出版和活动的”（卢玮

銮、熊志琴，2014，p.186）。这些经费不仅支持《周报》举办多种多样的例如篮球比赛、通讯员项

目、歌咏会等活动，还会通过给予学生丰厚的奖金吸引学生参与《周报》举办的征文比赛等等。总

而言之，《周报》在早期能够迅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亚洲基金会给予的支持脱不了关系。 

到了 60 年代末期，亚洲基金会逐渐停止对《周报》的资金支持和协助，《周报》进入一个岌岌

可危的态势。后陈任在 1973 年带资接手进行改革，但《周报》仍然不能自给自足。不过由于早期的

未雨绸缪以及编辑的无私奉献，《周报》仍然独立自主运营了好几年，只是在反复不断的挣扎中，

最后还是逃不过资金链断裂以后的休刊结局。可以说，在《周报》发展的前期，基金会资金的注入

 
1 首次出现于《中国学生周报》1952 年第 3 期第 4、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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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周报》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报刊，甚至一度成为亚洲“最受欢迎的学生出版物”

（傅葆石，2019，p.74），在中期则帮助《周报》维护运营。然而，在基金会撤资以后的《周报》，

则不可避免地因为资金短缺的问题而陷入运营僵局，最终导致停刊。在《周报》停刊以后，1970 年

代的友联也在所难免地开始走下坡路，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影响力逐渐减少，随之慢慢淡出公众视野。 

 

二、深陷经营困局：管理模式与编辑的局限 

对《周报》来说，没有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也是其停刊的一个原因。综合分析来看，后期《周报》

深陷经营困局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缺乏企业化管理和经营以及后期编辑频繁变动、流失导致的编辑风

格不稳定这两个方面。 

（一）企业化管理与运营机制的不健全 

《周报》的工作氛围十分宽松，但是其在初步稳定发行后、亟待专业化运营的时候，没有进行

企业化的改革，这是导致《周报》走向没落的一个原因。何振亚认为：“说企业文化什么，当时

‘友联’有太多人爱谈政治文化，真正的业务没有太多人搞。这就是我们‘友联’真正的问题症结

所在。”（卢玮銮、熊志琴，2014，p.20）总体而言，《周报》运营的不专业和不健全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友联’的宗旨理念就是一些年轻人在一起”（卢玮銮、熊志琴，2014，

p.11）。这群年轻人在一起，做事没有十分严格的标准，也没有复杂的工作流程，再加上亚洲基金

会在大多数时间内是不干涉具体出版内容的，因此他们在工作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周报》的众

多人士回忆加入友联的契机，答案大部分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或者是在学生期间与编辑相熟以后，

编辑热情邀约其来《周报》工作。这其中很多学生的编辑工作都是课余时间的兼职，直到毕业才转

为全职。这说明《周报》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招聘考核制度，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考察，只是因为征文

获奖等种种原因觉得合适，便把人招来尝试编辑报纸版面。这些个性迥异的编辑虽然让《周报》在

内容的呈现上异彩纷呈，但是他们很难负责除编辑以外的事务，不能对《周报》进行商业化管理。

不仅如此，根据何振亚回忆，友联和《周报》都没有年报，不会进行年度总结，甚至关于每期印刷

数量，也是“他们喊一声下次印多少，都是临时决定的”（卢玮銮、熊志琴，2014，p.27）。以上

种种都表明《周报》的管理缺乏专业人员，没有独立的部门负责规划《周报》的发展、运营、收支

等工作。此外，广告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周报》也没有很好地利用此盈利点进行营收。翻阅

《周报》第一版的广告刊登条例1湾，内容显示《周报》刊登广告的收费标准是：正面每二方收收费三

十元，里面每二方收收费二十五元，长期刊登有七折优惠。此后《周报》针对广告收费标准进行了

多次调整，价格变得越来越优惠，以此试图吸引更多的广告投资商。虽然《周报》成立了广告部门，

但是在具体的筛选和刊载广告方面，一直如一潭死水一般，没有什么突破创新。罗卡接受访问时曾

经谈过这个问题，表达了他作为参编人员对广告方面的不满： 

 

“一九六〇年代中后期《周报》的势头这么强、影响力这么大，为什么总是只有那几种广告？

墨水笔或原子笔，最厉害的就是奥米茄表、天梭表，每一期都是天梭表，抽奖也是天梭表 sponsor

（赞助）的，另外就是打字学习社、补习班之类，没其他了。” 

“青年学生用的东西很多呀，但总是只有那两三种广告。” 

 
1 首次出现于《中国学生周报》1952 年第 2 期第 4、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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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跟负责广告部的‘高佬赵’说，老是那几个广告，看着也厌了。” 

“《周报》在广告方面开不了路，没有找专人或懂赚钱的人去做，否则以《周报》两万多份的

销售额，在年轻人和学生中如此有影响力，一定可以建立广告客户的，没理由这么差劲。”（卢玮

銮、熊志琴，2017，p.58） 

 

翻阅《周报》每期的广告内容，情况与罗卡说的大体一致。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广告刊登种

类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招生广告、打字学习社、补习班等几种内容贯穿始终。《周报》即使

在销量鼎盛的时候也没有在广告方面取得很好的收入，孙述宇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那时候虽

然说《周报》的销路相当好，但收入不多，没有广告，大概没有很多广告费”（卢玮銮、熊志琴，

2014，p.133）。而随着后期《周报》销量的下跌，广告数量也是随之减少，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广告

收入变得更少。 

在《周报》销量逐渐下滑的时候，编辑部也没有想过去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宣传改善情况，吴

平对此的回答是：“那时我们完全不懂做生意。”（卢玮銮、熊志琴，2017，p.100）后期读者自发

展开“救亡”运动，为《周报》制作海报在街头张贴；陆离也曾想拯救《周报》，但她不知道怎么

救；吴平作为当时的社长也想让《周报》重新焕发生机，但同样也是不知道如何转变。通过以上分

析不难看出，《周报》自始至终都是“随心所欲”的，一直没有企业化管理和运营。这就导致其在

经营方面存在短板，缺乏长远的构思发展，不能做到真正的自立自强。 

（二）后期编辑的流失导致风格摇摆不定 

前期的《周报》编辑很多，兼职全职都有，每个人负责不同的版面，不同年龄、思想的碰撞让

《周报》各版面百花呈放。然而在 1960 年代后期，老牌编辑逐渐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周报》，这让

本就在走下坡路的《周报》雪上加霜。在《周报》工作的薪资十分低廉，这是导致编辑流失的一个

主要原因。例如，孙述宇谈到自己的薪金只有 200 元，陆离 1972 年离开《周报》的时候，薪金有

600 元，像史诚之、徐东滨等高层成员，薪金大概是 230 到 250 元左右（卢玮銮、熊志琴，2014，

p.124）。在那个时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只是为了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大家是

为了理想而工作，不计报酬，也不计自己的利益”（卢玮銮、熊志琴，2014，p.216）。在年轻时，

尚且可以不谈回报、只为热爱，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不得不面对现实时，报酬不足的弊端就会逐

步显现。罗卡谈自己离开《周报》的原因时表明，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就是薪酬太低。当时他同学

的薪金都是 1000 元以上，只有他还是 600 元，“《周报》的薪金太少了，继续做下去的话，没有积

蓄，连结婚、养家也不行”（卢玮銮、熊志琴，2017，p.55），甚至他的薪金都不足以支撑自己的

工作。金钱上的困难让他不得不放弃在《周报》的工作，转而另谋生路。除此之外，比罗卡更晚离

开的陆离还曾在《文林》和《香港影画》做兼职以补贴自己。在前期，编辑数量还很多，《周报》

得以平稳运行，而到 1960 年代后期，随着《周报》的销量逐渐下降，编辑工作一度只有吴平和陆离

苦苦坚守。而他们深感无法拯救逐渐走向没落的《周报》且十分疲惫、压力很大，最终吴平于 1970

到 1971 年间离任，陆离也在 1972 年离开。虽此后换陈任接手，许多编辑也义务为《周报》工作，

尝试对报刊风格进行改变，但读者普遍都不太接受。最终调来调去，本来的编辑风格已面目全非，

“《周报》后来转到以音乐和电影为主，转到比较前卫的艺术方面，通讯部办得不好，这是衰落的

其中一个因素”（卢玮銮、熊志琴，2017，p.19），然而又没有更多的时间给《周报》的新风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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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脚跟，“后期的《周报》摇摆不定，又增加流行音乐，又删去流行音乐；又改柯式印刷，又改回

活版；又招人入股，又加价，又改为双周刊；又想与当前的生活艺术新潮互相招呼，又想在潮流中

有所坚持”（也斯，1988，p.107），最后在摇摆中导致其更加迷茫，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 

 

三、与受众期望产生落差：忽略学生主体 

前期的《周报》销量很好，吸引了一大批学生读者，这些初代读者陪伴了《周报》很多年。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这批读者逐步进入社会，鲜少再继续支持这一为青年学生量身打

造的刊物。此时的《周报》亟需吸引新的学生群体加入读者阵营，然而《周报》未能做到成功转型

以及吸引新读者。 

首先，后期的《周报》活动渐渐减少，亦忽视与读者的交流沟通。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对比前期

《周报》的专栏和相关活动加以体现。前期《周报》十分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交往，例如在第 4 期，

应同学们的要求，《周报》宣布“通话站”建成，由燕望云负责主持，为同学们提供解答问题以及

互通消息的园地（编者，1952）。随后“通话站”先后改名为“笔谈”和“大孩子信箱”，对学生

生活、学习上的各种问题给予关注、回答和帮助。《周报》还曾开辟“读者通讯”栏目，用来回复

学生来信，解决各种疑问。虽然该栏目只维持了短短的 22 期，但也体现出《周报》注重与学生群体

的沟通。此外，《周报》在一周年的时候宣布组建“通讯员”制度，让报社变得学校化，以此组织

学生、团结学生（余德宽，1953）。在 1956 年，《周报》的通讯员数量达到 1400 多名，香港一百

多间中学，几乎每一间都有通讯员。这些通讯员不仅为《周报》出谋划策，同时还帮助售卖，为

《周报》吸引读者和打开销路做出巨大贡献。《周报》还举行了多次征集读者意见的活动，以便了

解学生喜好，并在读完来信和建议之后对读者进行集中回复，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求。

其也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例如中学生篮球赛、话剧演出、学生征文比赛等等，极大程度地渗透

进学生的日常和学习生活。可以说，正是《周报》与学生的频繁沟通，使得其能深入学生群体、迎

合学生需求，从而获得学生的喜爱和拥护。但是后期《周报》因为资金、编辑的数量和精力不足等

种种原因，取消了包括通讯员在内的各种活动，也很少刊登学生意见。这就使得其难以把握学生的

新需求，与学生群体逐渐脱节。《周报》在后期自行其是地寻求新出路，但不能很好地进行调整与

转型，最终难以吸引到新的读者资源，也面临原有读者流失的困境。 

其次，《周报》的内容发生转变，对一些年纪较小的读者来说不太好理解，这也导致部分读者

流失。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本地青年加入报刊编辑行业，编辑的个人风格各有不同，《周报》相

应地随之发生变革。此时期受时代潮流和部分读者的影响，编辑尝试引入世界文艺思潮，这种变化

主要体现在文艺版和电影版上。在文艺版面上，编辑（1961）表示：“许多读者的意见表中，都要

求本报多刊登和介绍现代文艺思潮。对这个建议，我们毫无异议的接受，今后，我们将在‘读书研

究’版，‘生活与思想’版与‘云艺’版有系统的介绍有关现代文学，哲学艺术等思潮。”这种编

辑政策让这三个版面呈现出新的面貌，与之前的文艺路线明显不同。在电影版面上，1962 年《周报》

的电影版诞生，由罗卡主编，使《周报》在版面和内容上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为其注入新的活

力。这些电影内容相对比较高深，羊城透露过可能编辑自己也看不懂，对于目标读者人群——中学

生来说，更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羊城曾经尝试过让自己的学生阅读，最终的反馈是高中生还有点兴

趣，低年级的则是根本看不懂（卢玮銮、熊志琴，2017，p.26）。罗卡自己也表示：“初中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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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像我们那般喜欢电影的，看电影也不会看新浪潮，根本看不懂，你怎样说他们都不会懂。”（卢

玮銮、熊志琴，201，p.47）而对于这个转变，友联出版社董事曾对当时的主力编辑陆离（1963）表

达过不满：“其实他们希望的路线是针对中学生的，因此常常对我们说文艺版太高深了，电影版太

尖。”不过，因为当时的友联内部很混乱，无暇对此情况进行管理调整，便放任不管了。这种内容

的转变虽然吸引了一大批大学生和职业学校的读者，又或者是对电影感兴趣的社会人士，但背离了

“中学生”这个读者基础，动摇了读者根基，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导致了读者的流失。 

不仅如此，《周报》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与学生的紧密联系到逐渐疏远，

最终与学生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余德宽（1954）在《迂阔的想法 笨拙的作法——简答一位朋友的

两项问题》中对“报社学校化”表达了满意的态度：“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正是我们报社最热闹

的时候。喜欢音乐的同学可以到这里引吭高歌，爱好文艺的同学可以到这里来研究写作……”《周

报》还设置了“学生之家”在编辑部大堂，每逢周末，学生就可以来玩，包括参加活动、听演讲、

聚餐等等，学生甚至可以一整个周天都在里面。可以说，“报社学校化”为学生提供了一片放松自

我、互相交流的园地。在这片园地中，学生与工作人员平等亲密相处，没有长幼之分和师生之别，

无形中拉近了《周报》与同学之间的距离。不过，其后《周报》的发展却没有沿着这条准则继续，

其与学生还是产生分歧，这从一件小事中可以窥探一二。《周报》在 1958年、1959年举办了一些写

作讲座，旨在帮助学生写作，提高文学兴趣，培养写作人才。讲座结束后，一群青年作者顺势创办

阡陌文社，出版《阡陌》月刊，该文社十分受欢迎，存活时间很长。阡陌文社由《周报》的文学座

谈会而生发，也寄生在《周报》，《周报》给予文社发展很大的支持。但在后期，《周报》工作人

员下班后在编辑室内聚众赌博、玩扑克，被阡陌文社的学生告发后，《周报》的编辑便让阡陌文社

搬离。从此件事中不仅能看出编辑的松散状态，亦可观察到编辑与学生之间关系的疏离与渐行渐远。

此后由于经费原因，《周报》解散活动部，学生失去在《周报》的“根据地”，《周报》与学生的

沟通也逐渐减少，最终不可避免地失去民心。 

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报》的成本逐渐提高，售价也从原来的一毛涨到两毛、到最后的

三毛，价格越来越高，也难以吸引到新读者。后期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流行音乐占据其他媒体主

流，吸引了一大批的青年学生。陈任曾经尝试引进流行音乐，想跟上时代潮流，然而很多老读者又

认为这不符合《周报》的形象，“很多人认为这是《周报》历史的‘耻辱期’，认为这阶段的《周

报》媚俗，失却《周报》原有的精神”（李国威的挣扎——在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的“周报座谈

会”的讲话，1988，p.147）。这种内容的改变致使《周报》的老读者不满，并导致其逐渐流失。

《周报》在持续流失原有读者的同时，未能有效吸引新的读者群体，逐渐导致其在青年学生群体中

的影响力下降，使许多学生对其存在缺乏认知，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份学生刊物存在。 

 

四、跟不上时代变化：内容与创刊宗旨的格格不入 

在《周报》第一期的创刊词《负起时代责任！》中，余英时（1952）写到：“我们必须再接再

厉，对时代负起责任......我们可以不受任何党派的干扰，不为任何政客所利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畅

所欲言，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讨论我们的一切问题......只有在这种自由的园地里，才可以充分表现我

们的意志，才可以充分阐扬我们的理想，才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从这里不难看出，《周报》

强调独立自主、自由和理想，希望能在这里畅所欲言。然而，后期的《周报》未能真正践行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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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理念，偏离了其创办初衷，并且在内容取向上趋于回避社会议题，难以满足学生群体对社会认

知与探讨的需求，这也导致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香港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社会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各类社会矛盾逐

步显现，并催生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运动。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1967 年发生的以游行、示威

为主的“六七暴动”。在当时的香港社会，对殖民地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大，学生也积极参与其中，

年轻人的力量一直在增长。随着时代的变迁，读者的需求亦随之发生变化，他们怀抱高度的热情，

渴望寻求表达与释放的途径。然而，由于友联及《周报》受制于殖民地政府和亚洲基金会，对于当

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并没有给予及时的报道和反馈，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谈文说艺，游离于状

况之外，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脱节。就算有少数文章涉及对社会运动的议论，执笔立场也是

站在政府方面，与学生群体处于对立面。具体而言，友联及《周报》所有活动都需要在香港政府注

册，并且遵循相关的条例规定。《周报》也设有督印人职务，对刊登内容负责的同时受政府监督。

一旦刊物内容出现涉及反殖民地政府等“违规”内容，政治部便会叫督印人去谈话，亦或是从根本

上禁止刊登。加之亚洲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与香港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其官员会定期与香港总督或

政治人员、警察会面，寻求共识与支持。亚洲基金会还规定：“出版物必须接受来自亚洲基金会代

表们关于杂志内容和行政事务的建议。”（傅葆石，2019，p.71）在这些条件的束缚下，友联的态

度是坚决反对这场运动的，他们认为“这问题目前不宜讨论，当下首要是 Pro-government（支持政

府），一定要帮政府，事情平定后才讨论”（卢玮銮、熊志琴，2017，p.76）。对于罗卡来说，他

明显感受到：“那时已经没空间讨论......友联的立场很强硬，有些地方不能讨论了，这是一个问题。”

（卢玮銮、熊志琴，2017，p.76）可以说，“《周报》在 1970 年代之前几乎从未与殖民政府（或广

而言之——殖民主义）产生冲突”（傅葆石，2019，p.70）。因此，《周报》没有立场和条件深入

剖析和谈论这些反殖民地政府等一系列社会话题，不能给予学生阵后支持，只能采取逃避和打擦边

球的方式“苟且”，这无疑加剧了学生对《周报》的失望和不满。其后香港于 1970 年开始“保钓爱

国运动”，这个运动又相继引发香港的其他运动，然而《周报》仍然没有任何改变，陆离表示：

“一大堆问题涌过来，许多人在讨论，读者便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卢玮銮、熊志琴，2017，

p.135）对此，傅葆石（2019，p.79）认为，《周报》在这段“躁动不安的转折期”内陷入瓶颈，并

评价：“面对香港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和经济不公，《周报》却不愿改变空言民主自由和独立思考

的做法。”《周报》在这些社会运动上没有有效回应读者的需求和期待，最终导致《周报》成为香

港社会的“圈外人”，成为香港社会的“他者”。 

其次，根据创刊词，《周报》的宗旨是致力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凝聚成一股重塑中国的力

量”（余英时，1952，第 1 期第 1 版），建设一个文化中国。陈特也谈过《周报》的目标，即“希

望《周报》就像‘五四运动’那样产生一个文化上的浪潮，我们想培育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感

情”（黄子程，1988，p.125-131）。然而，这一宗旨与目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香港

已难以契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其忽视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及思潮的演进，在读者影响力及实际践

行层面均面临诸多挑战。由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接触减少，再加上殖民地政府采取一些政策安抚民

心，当时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巨变。“至六、七十年代，那些在战后香港出生、成长的年青

一代开始与上一代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不仅仅是代沟而是在一代与二代间，那思潮改变太

大了。”（冼玉仪，1955，p.88-89）这些“新生”青年不同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南来文人，他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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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内地生活的记忆，对内地只有全然陌生或不太熟悉。他们的“我城”意识崛起，思想上不再是

上一代人的“此地他乡”，而是当下的“此地此乡”。至 1970 年代初，香港民众对于香港社会的认

同和归属感大大提升，香港本土意识和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论述已经形成（谢均才，2002，p.27）。

因此，青年读者变得不太接受《周报》透露出的思想。更进一步说，由于思想内容的转变，新一代

的香港青年对《周报》致力于传播的中华历史、传统文化都不能很好地理解和共鸣，对此并不十分

感兴趣。《周报》对于读者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产生的身份认同思潮没有进行及时的适应和调

整，在此期间刊登的文章并不能吸引新一代香港读者的兴趣，导致其逐渐失去了文化引领的地位，

沦为社会边缘化的刊物，销量亦迅速大幅下降。对此，赵稀方（2019，p.274）曾评价：“在 60、70

年代本土文化崛起以后，‘友联’和《中国学生周报》就跟不上时代步伐了，终于被香港人抛弃。” 

总之，《周报》对于社会运动和思潮的转变都没有进行及时的调整，所以在香港学生运动越来

越活跃、学生思想进入全新阶段的时候，“作为解放前文化传统代表的《周报》，既不能变，亦不

会变，便只有倒闭一个途径”（陈文鸿，1988，p.120）。 

 

五、竞争逐渐加剧：多元媒介环境下的生存博弈 

1950 年代初，香港被形容为“文化沙漠”，可供阅读的刊物不多，娱乐活动也不足。《周报》

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给香港文坛带来了新气象。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十分需要这种刊物，《周

报》不仅迎合了学生的需求，还丰富了学生的精神生活。在 20 世纪 50 年代，《周报》可谓是“一

家独大”。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各类新兴刊物逐渐崛起，逐步对《周报》的地位构成挑

战与威胁，分流了大量读者群体，这也是导致《周报》逐渐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些刊物中，

与《周报》竞争、被谈论最多的是左派刊物《青年乐园》。不过与《周报》一骑绝尘的销量比起来，

《青年乐园》的竞争力在初期并未构成威胁。罗卡直言：“那时候对《青年乐园》真的没有什么特

别看法......当年实在不拿它当一回事。”（卢玮銮、熊志琴，2017，p.60-61）不过到 20 世纪 60 年代

后期，两者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且立场很分明。《周报》站在香港政府一边，鼓吹和平安定繁荣，

《青年乐园》则是高举反帝反殖民旗帜，这在当时导致了不同立场读者的争夺，进而加剧了两刊物

之间的竞争态势。随着香港的思想和文化蓬勃发展，20世纪 60年代接续出现了其他多种多样、具有

竞争力的刊物。例如在 1965年创刊的《当代文艺》和《小说文艺》、1966年创刊的《文艺伴侣》、

1967 年创刊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纯文学》等等，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为读者提供多种选择，这

一情况也削弱了《周报》的竞争力。以上刊物都有自己的特色，报刊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场面。

此时还有一些刊物对标《周报》，与《周报》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本文着重谈两份刊物，首先是

与《周报》形成互补关系的《香港青年周报》。该刊物由《周报》原来的读者和投稿者——崑南于

1967 年创办，目的是吸引香港青年关注香港，宣传香港文化。罗卡认为，《香港青年周报》弥补了

《周报》的不足，在电影、音乐和流行文化方面涉及颇多，“我们看到它搞出局面，挑战了《周

报》，补充了《周报》所缺的部分”（卢玮銮、熊志琴，2017，p.61）。而且《香港青年周报》谈

论起来这些内容，文笔比较轻松，对比《周报》不那么谨慎、保守，正合乎年轻人的需要。这造成

很多不能被《周报》吸引的读者，转而被《香港青年周报》吸收。另一份是直接借鉴《周报》专栏

和内容的《中报周刊》。该刊物在内容与排版上与《周报》十分相似，它的电影版和文艺版也抢去

很多读者，“可以说是看着《周报》，直接抢《周报》的读者”（卢玮銮、熊志琴，2017，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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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前文所说，当《周报》与学生、社会脱节，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时，许多文人便采取自

己创办刊物的方式宣扬理想。“六〇年代另一个特色是有不少以政治、社会问题为主亦兼介思潮的

杂志如《明报月刊》、《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盘古》等创办。”（也斯，1998，p.3）时

代环境的碰撞催生出这些刊物，它们在当时积极发言，追寻社会热点，对学生群体产生较大吸引力。

再者学生还会自发创办文社、自费印刷刊物，进而自办杂志。此外，《周报》原本具有吸引力的学

生活动，其他刊物亦纷纷效仿，甚至香港政府为稳定民心，也举办了一系列面向青年的社交活动，

如舞会等。随着香港文化的日益多元化，针对学生群体的有吸引力的刊物逐渐增多，《周报》在此

背景下的竞争力大幅下降。 

对于《周报》甚至整个纸媒刊物来说，媒介的发展变化也会导致读者流失。20世纪 60年代末，

黑白电视开始普及，因此读者接触和获取信息的途径便不止纸媒一种，其他媒体形式开始成为信息

传播的重要渠道。到了 70 年代，香港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十分开放，年轻人的兴趣也随之多样，不局

限于读报和写作。“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那时的人已经开始不读书了，有空便看电视，很多其他

娱乐，结果他们关心的只有流行音乐、pop stars（流行明星）的新闻，《周报》便衰落很快了。”

（卢玮銮、熊志琴，2017，p.241）而流行音乐正是《周报》不擅长的部分，《周报》在音乐介绍方

面是偏向正统而非流行乐，这与年轻人的兴趣背道而驰，自然讨不到读者的欢心。从内容上的改变

可以看出《周报》在后期的挣扎，然而其最终不但没有与新媒介或其他刊物分得一杯羹，反而是引

发老读者的强烈不满，可谓得不偿失。 

 

结语 

在 1973年，第 1110期的《周报》宣布改版（编者，1973），从周刊改为双周刊，读者和编辑都

呼吁众人购买，试图拯救这份承载一代人记忆的刊物。但是最终在 1974 年，《周报》永远地停在了

第 1128 期。《周报》的结束并不是一种原因导致，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交叉作用的结果。《周报》的

诞生得益于前期的资金援助，资金援助也帮助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快速抢占市场，扩大了销路，保

障了运营。而后期亚洲基金会撤资以后，《周报》未能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不能做到自立自强。

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周报》的“难言之隐”导致其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逐渐与时代脱节，从

而失去大量读者。再加上《周报》的改版不尽人意，以及很多新刊物的涌现，外加新媒介的兴起，

《周报》吸引不到新读者，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可以说，《周报》的出现是时代环境的使然，

它的停刊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它在 22 年中为香港培养了众多的文学家，是一代作家成长的“摇

篮”，最终停刊以后仍可以在《四季》《大拇指》1湾等刊物上看到它的余，，可谓影响深远。研究

《周报》的停刊，其意义不仅限于报刊自身的消亡，更在于其揭示了香港文化、社会环境、读者兴

趣爱好以及副刊文学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作为一份主要面向青少年学生的刊物，《周报》长期

以来在文化教育与身份认同塑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其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停刊，不仅意

味着彼时香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也表明年轻一代对文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这一

现象还反映了读者获取信息方式的更替、读者兴趣爱好的转变以及新兴媒介的发展对传统纸媒的冲

击。从副刊文学的角度来讲，副刊文学曾是香港文学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纸媒的式微，副刊的生

 
1 关于《四季》和《大拇指》对《周报》的继承和发展，详见赵稀方：《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

港：三联书店，2019 年版，第 382-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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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间日益缩小。作为培养新生作家的重要刊物，《周报》的停刊意味着香港作家发表作品以及获

取创作经验的平台减少，进而影响了香港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和培育路径。这提示我们，在传统副刊

逐渐衰落的背景下，香港文学和作家群体需要在新的媒介生态下找到新的表达空间，及时做出适应

时代与读者需求的调整。通过对《周报》停刊原因的系统分析，本文亦希望能够为仍在坚守发行的

文学刊物及副刊提供借鉴，使副刊文学在现代媒介环境下能够得以存续，并持续发挥其对香港文学

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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